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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感的丧失与重建 

——论当代生态诗歌对于新诗的建设意义 

汪树东
1
 

【摘 要】：人地关系始终是文学创作、文学史研究以及文学理论研究的核心话题之一。中国古典诗歌曾经具有

鲜明的地方感，但是现代新诗一度丧失了这种地方感，直到 20世纪 80年代中后期以来，当代生态诗歌大面积崛起，

才重建了新诗的地方感。通过重建地方感，当代生态诗歌接续上了古典山水田园诗歌的历史文脉，为新诗的振兴寻

找到了历史源头，也为现代人的迷失灵魂指明了救赎方向。更为根本的是，当代生态诗歌通过对地方感的重建，呼

唤现代人守护自然、守护大地，为生态文明的发展转型鸣锣开道，因此这种真实的地方感实质上也是一种意义深远

的全球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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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地关系始终是文学创作、文学史研究以及文学理论研究的核心话题之一。中国古典诗歌发展史中，诗人对特定地方的融

入和眷恋往往既是他们身心安顿的标志，也是他们诗歌的独特徽章。但是到了现代新诗中，由于种种原因，诗人的地方感一度

丧失，纷繁的抽象概念和远离大地的宏大抒情成为他们抒写的核心内容。这种情况一直到 20 世纪 80 年代中后期，随着当代生

态诗歌的悄悄崛起才有了实质性的变化。在生态意识的引领下，诗人开始致力于打通与古典诗歌历史血脉的联系秘道，接通人

与大自然的通幽曲径，重建清晰、稳定的地方感，再次使得新诗与华夏大地恢复了实质性的诗意交融，从而为新诗拓展了全新

的、具有全球感的生态文明方向。 

一、古典诗歌地方感的渊源和新诗地方感的丧失 

所谓地方感，就是人对特定地方的情感认同，同时也混合着人的记忆与欲望、理性与反思。这里所说的地方，首先指特定

的自然因素，例如日月星辰、山川河流、花草树木、虫鱼禽兽以及特定的季节物候、自然生态；当然也包括特殊的风土人情、

政制法律等文化因素，因此地方感是人与自然、文化因素相融的多维建构，是人试图在特定的地方中寻觅自我认同、生命意义

的情感取向。中国古典诗学早就非常关注特定地域对人的影响，其中潜藏的就是对人的地方感的体认。《礼记·王制》说：“凡

居民材，必因其天地寒暖燥湿，广谷大川异制，民生其间异俗。”自然气候、山川河流都会影响当地人的生活习俗和性格气质。

《淮南子·地形训》提出“土地各以其类生”，“皆象其气，皆应其类”的看法，认为自然环境会直接影响乃至决定人的身体

素质和个性气质，“是故坚土人刚，弱土人肥，垆土人大，沙土人细，息土人美，耗土人丑。”正是在前人关于自然环境深刻

影响着人的认识基础上，刘勰在《文心雕龙·物色》中提炼出了“江山之助”的重要诗学命题，“若乃山林皋壤，实文思之奥

府，略语则阙，详说则繁。然则屈平所以能洞监《风》《骚》之情者，抑亦江山之助乎！”在刘勰看来，山水林泉、肥沃原野等

自然因素是启发文思的宝库，屈原之所以能够洞察国风和民间骚体诗歌的情韵，正是依靠江山的帮助、自然的启发。孔尚任则

更进一步指出，“盖山川风土者，诗人性情之根柢也。得其云霞则灵，得其泉脉则秀，得其冈俊则厚，得其林莽烟火则健。凡

为人不为诗则已，若为之必有一得焉。”（《古铁斋诗序》）孔尚任认为山川风土是诗人性情的根本，若不能融入特定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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汲取大自然的滋养，就无法生成特定的诗歌风格。 

古典诗学关于诗歌起源的“物感说”也潜藏着对地方感的重视。《礼记·乐记》写道：“凡音之起，由人心生也。人心之动，

物使之然也……乐者，音之所由生也，其本在人心之感于物也。”而所感之物，多指特定地方的自然物象，因此可说诗歌起源

于人地之间的交感。钟嵘在《诗品·序》中写道：“气之动物，物之感人，故摇荡性情，形诸舞咏……若乃春风春鸟，秋月秋

蝉，夏云暑雨，冬月祁寒，斯四候之感诸诗者也。”钟嵘就强调大自然季节转换对人的感发，从而导致诗歌的产生。但需要注

意的是，大自然的季节转换是需要与特定地方结合起来的，因此对季节转换的关注也是对地方感的肯定。至于陆机在《文赋》

中写道：“遵四时以叹逝，瞻万物而思纷。悲落叶于劲秋，喜柔条于芳春。”而刘勰《文心雕龙·物色》中所说：“春秋代序，

阴阳惨舒，物色之动，心亦摇焉……岁有其物，物有其容，情以物迁，辞以情发。”诗论家敏感于季节转换、物候变化对于人

心、情感的细腻影响，从而提出诗歌起源的“物感说”，也是间接地对地方感的肯定，因为诗人若无稳定的地方感，又如何能

够感受大自然的四季轮回呢？ 

与古典诗学一样，古典诗歌也极为肯定地方感。段义孚曾说：“与欧洲相同的是，中国人通过诗词传达出的对某一个地区

的自然情感比可视艺术要早得多。从汉代以来，诗词就蕴含了对特定地方的情感表达，并采用了‘登柳州城楼’或者‘望洞庭

湖赠张丞相’这样的题目。”
(1)
应该说，古典诗歌对特定地方的情感表达，并不是从汉代才开始的，而是从《诗经》《楚辞》就

启动了。《诗经·国风》就是按照十五国的地域分布编排的，其中许多篇章具有鲜明的地方感，例如《周南·关雎》《周南·汉

广》《卫风·淇奥》《王风·黍离》《郑风·溱洧》《秦风·蒹葭》《豳风·七月》诸篇，自然意象和人文意象标志鲜明，地方特色

浓郁，显示了诗人高度的在地性。至于屈原的《楚辞》更是洋溢着楚地特有的地方感，正如王夫之在《楚辞通释·序例》中所

言，“楚，泽国也。其南沅湘之交，抑山国也。迭波旷宇，以荡遥情，而迫之以崟嵚戍削之幽菀，故推宕无涯，而天采矗发，

江山光怪之气，莫能掩抑。”无论是《九歌》《九章》还是《离骚》全都流荡着楚地大自然和巫鬼信仰的恢诡谲怪之气氛，具有

强烈的地方特色。 

而陶渊明堪为古典诗人融入特定地方的卓然表率。他罢官归耕，在庐山脚下当一介农民，“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

全身心融入浔阳柴桑，与大自然同呼吸、共命运，从中获得了身心的安顿和归宿。踵武前贤，孟浩然之于襄阳，王维、裴迪之

于蓝田辋川，储光羲之于终南山，均为唐朝山水田园诗人融入特定地方的典型。至于杜甫、李白、韦应物、韩愈、柳宗元、杜

牧、李商隐、苏轼等著名诗人，往往或因宦海浮沉，或因个人生计四处流离，但是他们每到一处，均能较好地融入当地，体现

出鲜明的地方感。吴承学曾说：“自宋代以后，中国文学批评始有流派之说。值得我们注意的是，古代的文学流派多以地域命

名，如江西派、公安派、竟陵派、常州派、浙派、桐城派等。当然以地域命名的文学流派，只是大体言之，其成员未必都同出

一地。”(2)多以地域命名文学流派，可以视为古典文学（包括诗歌）的地方感的标志性。其实，古典诗人也多以地名自我命名或

载入史册，例如杜少陵、韦苏州、韩昌黎、柳柳州、苏东坡等，不一而足，由此可见他们均具有自觉的地方感。 

对于古典诗人而言，天人合一的哲学是他们安身立命的智慧。在其指引下，他们愿意融入特定的地方，把当地的山川河流、

草木田园视为安顿身心的终极所在，他们相信与大自然融合就是得道，就是人生问题的妥善解决。因此可以说融入地方、获得

稳定的地方感，是天人合一哲学的另一种诗意言说。当然，古典诗人的地方感突出也和农耕文明息息相关。农耕文明时代，交

通和信息交流技术落后，人们安土重迁，仰赖大自然，要想获得较好的生活就必须融入脚下的土地，与大自然和谐为一。古典

诗人要么从儒家经时济世的宏大理想中去寻找身份认同，要么从道家的与物为春、与道同体中获得身份认同，无论哪种方式都

会导向特定的地方感。这种浓郁的地方感赋予了古典诗歌极为鲜明的自然特色，造就了山水田园诗这样的古典诗歌艺术高峰，

也让古典诗歌呈现出大地般宁静、安稳、深邃、渺远的审美风貌。 

然而这种地方感到了现代新诗中却一度失落了。若从流派角度考察，新月派、象征派、现代派、七月派、九叶诗派等，没

有任何一个诗歌流派是以地方命名的，也不追求特定的地方感，更没有多少地方认同和恋地情结。若从诗人角度看，胡适、郭

沫若、冰心、徐志摩、闻一多、梁宗岱、李金发、戴望舒、何其芳、冯至、艾青、穆旦等代表性的新诗人，没有任何一位诗人

表现出像陶渊明、王维、孟浩然、杜甫、苏轼等古典诗人那样的地方感。即使是从诗歌标题上看，所有新诗都似乎有意淡化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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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色彩，转而追求题材的抽象性、情感的普遍性。即使偶有《再别康桥》《雨巷》这样具有一定地方意识的新诗名作，也称不上

具有地方感。如果把新诗的这种情形和现代小说加以比较，同样令人吃惊。自从鲁迅有意倡导乡土小说开始，现代小说家纷纷

表现出鲜明的地方感，例如鲁迅之于浙江绍兴，鲁彦之于浙东乡镇，蹇先艾之于黔北山村，沈从文之于湘西，艾芜之于南疆，

萧红之于呼兰河，端木蕻良之于科尔沁旗，甚至到了延安解放区文学，小说家依然延续着特定的地方感追求，例如赵树理之于

晋东南农村，孙犁之于白洋淀等。然而，现代新诗却表现出对地方感的疏离。 

现代新诗对地方感的淡漠还一直延续到当代。例如郭小川、李瑛、贺敬之等著名当代诗人，被主流意识形态主宰的宏大抒

情所裹挟，对地方感也不感兴趣。即使有闻捷的新疆天山情歌、公刘和白桦的西南边疆军旅诗歌等试图表现出地方色彩，但是

这种地方色彩终究是服务于革命意识形态的高腔大调，缺乏自足性、稳定性。就像贺敬之的《桂林山水歌》一样，诗人表达的

不是对地方的眷恋和皈依，而是对革命豪情的高调宣示。新诗对地方感的淡漠在朦胧诗中依然延续，北岛、顾城、舒婷、梁小

斌、江河、食指、芒克等朦胧诗人的抒情方式是抽象的、高调的、宏大的，他们告别了革命意识形态的粗疏和狂热，钟情于人

道主义、人性论、自由主义的返璞归真，但是他们和郭小川、李瑛、贺敬之那一代诗人一样延续的是宏大抒情方式，他们也没

有返回大自然、返回大地、返回特定的地方。 

应该说，从五四直到 20 世纪 80 年代初期，中国新诗一直被种种现代性的宏大意识形态所主宰，诗人们不是痴迷于民主、

自由、科学的启蒙现代性，就是朝拜于平等、集体、科学的革命现代性。而无论是启蒙现代性还是革命现代性，都是建立在对

地方的逃避乃至镇压之上的。斯普瑞特奈克曾说：“现代性兴起和盛行所呈现出来的一条轨迹便是‘逃离地方’……现代主义

的建筑和设计靠着向毫无生气的最简单之物的粗暴还原，将自己从乡土中解放出来，成为真正世界性的、既不反映地方生态也

不反映地方文化的、纯粹否定性的自由意识形态。现代政治中，国家疆界的划分也忽略了地方的整体性，与地方紧密相连的少

数民族、土著民族，其权利大部分已经被现代民族国家所剥夺。”(3)的确，当新诗人迷醉于现代性方案时，他们无法发现地方，

更谈不上对特定地方的融入和地方感的建立。当然，新诗失落地方感，也和新诗人大量跻身都市，远离乡村，远离大地有关。

他们再也无法像古典诗人那样感受大自然的脉动和大地的辽阔。丧失了地方感之后，越来越多的诗人会痴迷于不断翻新的艺术

实验，这也就是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的诗歌实验层出不穷的根本原因。像波德莱尔、艾略特这样的现代主义诗人恰恰是最没

有地方感的诗人，而受现代主义诗歌的影响，中国新诗中的象征派、现代派、九叶诗派、朦胧诗也是最没有地方感的新诗。 

二、当代生态诗歌对地方感的重建 

当代新诗率先开始恢复地方感的有三位重要的诗人，即牛汉、昌耀和海子。牛汉和昌耀都是 20世纪 50-70年代被下放的“右

派”诗人，牛汉一度被下放到湖北咸宁向阳湖“五七干校”，而昌耀则被下放到青海边缘的藏族牧区。正是在下放的艰苦生活

中，他们与大自然重建了灵肉联系，与大地接通了血脉，恢复了早已丧失的地域经验。牛汉在《鹰的诞生》《半棵树》《毛竹的

根》《悼念一棵枫树》《巨大的根块》《麂子》等诗歌中体验自然生命的辉煌与伤痛，融入特定的地域经验，从中获得身心的安顿。

而昌耀更是告别了革命意识形态的空疏，融入了藏族牧民的边地生活，在《峨日朵雪峰之侧》《慈航》《雪。土伯特女人和她的

男人及三个孩子之歌》等诗歌中展示了尊重自然、敬畏自然、融入自然的地方感。至于海子，他厌恶现代文明，痛恨繁杂都市，

像叶赛宁一样向往宁静质朴的农耕生活，几度到青藏高原漫游，以《活在珍贵的人间》《村庄》《九月》《大草原大雪封山》等诗

歌呈现了融入自然、皈依土地的渴望。但是最终他发现现代文明势不可挡，只能怀揣梭罗的《瓦尔登湖》绝望地驾鹤西去。这

三位辛苦地为新诗重建了地方感的诗人也是最早的当代生态诗人，生态意识在他们的心灵中已经萌芽，很快将在更多诗人的心

灵原野上开花结果。 

所谓生态诗歌，是指以生态整体主义为指导的描绘人与大自然关系的诗歌。常见的生态诗歌要么批判现代人对大自然的生

态破坏；要么描绘大自然之美，表达人融入自然的美好渴望；要么揭示人与大自然之间错综的生态关系。有些生态诗人具有鲜

明的地方感，而有些生态诗人尚未形成明晰的地方感；不过，所有恢复了地方感的诗人都是生态诗人。整体看来，于坚、雷平

阳等钟情于云南高原，创作出了当代最具艺术魅力的生态诗歌；哨兵、徐俊国、沈河等诗人皈依故乡的大地，深描了故乡的自

然生态全貌；华海、李少君、敕勒川、津渡等诗人在异地他乡再次栖居，融入了当地的生态循环中，心魂落定；至于吉狄马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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倮伍拉且、鲁若迪基等少数民族诗人则重返故乡，重返民族传统生态智慧，重建了遭受全球化侵蚀的地方感。 

于坚是当代诗人中较早恢复地方感并取得较大成就的诗人。他摆脱了战天斗地的革命意识形态的影响，谦卑地接受云南少

数民族敬畏自然的民间信仰，重建古典传统的万物有灵和天人合一的生态智慧，在云南高原四处漫游，亲近自然，融入自然，

礼赞自然。他的大量诗篇都具有鲜明的地方感，例如《作品 57号》《作品 108号》《白鹭》《春天咏叹调》《在云南西部荒原上所

见的两棵树》《苍山清碧溪》《阳光只抵达河流的表面》《哀滇池》等。他在诗歌《南高原》中写道：“长满金子的土地啊/长满

糖和盐巴的土地啊/长满神话和公主的土地啊/风一辈子都穿着绿色的筒裙/绣满水果白鹭蝴蝶和金黄的蜜蜂/月光下大地披着美

丽的麂皮/南高原的爱情栖息在民歌中/年轻的哲学来自大自然深处/永恒之美在时间中涅槃”(4)。诗人对云南高原表现出高度的

地方认同、恋地情结。 

承接了于坚的精神旨趣，雷平阳也表现出皈依云南的浓郁地方感。他曾写道：“云南是一个神奇的所在，有如此众多的少

数民族神灵，有令人惊叹的数不胜数的古代史诗，有状若天堂的山水世界，我什么也不多想了，只想以其作为自己的精神给养

地，血管连通大江，头颅靠着雪山，灵魂游荡于雨林，把本身已经充满了虚构与想象的现实元素，通过自己的择选，有节制有

标准地书写下来，让其作为自己的精神档案。”(5)雷平阳的《春风咒》《昭鲁大河记》《大江东去帖》《渡口》等长诗吟咏云南大

地，把山水纳入诗中，笔酣墨饱，情感丰沛，跌宕起伏，都是不可多得的山水好诗，也深刻地体现了他独特的地方感。至于他

的一些抒情短制描绘云南山川万物的瞬间之美，也沁人心脾。例如诗歌《三川坝观鹭》看到白鹭“以出世之美挽回了颓势”，《我

爱苍山》写诗人的睡眠“和几只鸟的睡眠连在了一起”，《蟋蟀》则写诗人到了蟋蟀的家乡在“蟋蟀的歌唱中安宁地睡觉，嘴里

衔着一根兔耳草”，《双柏县的美学》写诗人在深夜独坐于查姆湖边时被水中的月亮和天空中的月亮两个哀牢山女神所爱，等等，

这些诗歌写出了诗人漫游云南大地时体验到的惊世骇俗之美，也展示了诗人天人合一的高峰体验。 

哨兵、徐俊国和沈河则致力讴歌土生土长的故乡，以生态诗歌的方式与大地重建血肉相连的地方感。哨兵出生于洪湖，在

洪湖工作到 40多岁，近年才迁居武汉。他的诗歌吟咏得最多的就是洪湖，他全身心地投入到洪湖中，对这片土地、这个湖泊充

满热爱，具有强烈的地方感。通过洪湖，他理解自我，理解诗歌，理解生命。洪湖湖水荡漾、荷花绽放、鱼群聚集、禽鸟翱翔。

哨兵在《湖神》中写道：“我在浩淼无垠的洪湖寻找我爱的神/这是每天最重要的工作。我听从/浪迹的指引，将脚步深入芦丛

和野蒿林。/不曾蒙垢的水竖起来，做了/诗歌的面镜。朝露是我的嘴唇/我用一百只鱼鹰的叫唤洗脸，荆棘/做木梳，云朵和帆

影/是印在小腹的胎记。当黑夜/再次降临，野藕就是我的粮仓……”(6)诗人说他在洪湖寻找他爱的神，其实洪湖就是他的神，那

芦丛、野蒿林、野藕、鱼鹰、赤颈鸭、红尾斑鸫都是神性的显现。诗人融入其中，获得身心的地方归宿。徐俊国在《鹅塘村纪

事》《燕子歇脚的地方》《自然碑》等诗集中反复吟咏的是对山东胶东半岛东部的鹅塘村的地方认同。沈河在《也是一种飞翔》《相

遇》等诗集中抒发的是对福建三明青印溪的地方眷恋。 

华海、李少君等生态诗人则在异乡重新栖居，希望借助再次获得的地方感抵御无处不在的非地方化生存。华海远离故乡扬

州到粤北清远后，主动融身于笔架山和静福山，并以静福山人自称，从特定地域中获得身心的安定，获得安稳的地方感。他在

诗歌《把笔搁在笔架山旁》中吟咏道：“把笔搁下来/时光悠悠地慢下来，用写作之外的足迹和身体触摸这方圆六十里内的草木

光影、鸟唱虫鸣/执一把铁锹在茅寮四周遍植春兰秋菊，抡一把斧头随意打做一扇柴扉和木窗……把笔搁下来/去细细翻捡一片

片色彩各异的草叶、树叶/沿着叶脉网状的纹路，把喉咙里想吐的许多话语引向简单、透明，直至无言/然后退回到枝干上，嫁

接在风的神秘嘴巴上，听任自然界的音籁从地下涌上来，穿过肠胃的消化，抵达感动和呼吸/在一阵羞涩的触碰里，声音播散开

去，与夜空里的流云和夜行鸟互相应答”(7)。华海把身心融入笔架山时，个体生命就融入了大自然的生命之流中，就像一滴水融

入溪流中一样寻找到了生命的归宿。李少君大学毕业后离开故乡湖南，到海南岛工作，他的《南渡江》《呀诺达之春》等诗歌呈

现了诗人融入海南岛的地方感；他的纪游诗歌《敬亭山记》《神降临的小站》《金华江边有所悟》《某苏南小镇》《鄱阳湖边》《玉

蟾宫前》等也无不洋溢着融入大自然的生态诗意。此外，如诗人敕勒川融入内蒙古草原，津渡融入杭州湾湿地，都是当代生态

诗人中恢复地方感的典型例子。 

至于吉狄马加等少数民族诗人更是致力于恢复新诗的地方感。吉狄马加是彝族诗人，他对彝族人生活的凉山地区具有非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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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的认同感。他竭力反抗全球化、同质化对彝族文化的侵蚀，渴望融入凉山大地之中，守护彝族文化的生态智慧，彰显新诗的

地方感。他的《苦荞麦》《献给 1987》《古里拉达的岩羊》《啊，雪豹……》等诗歌歌咏的是带有凉山地区特色的自然生命，传达

的是对凉山地区的恋地情结。彝族诗人倮伍拉且也和吉狄马加一样具有高度认同故乡的地方感，他曾在诗歌中反复提及只有在

凉山他才能感受到生命的美好，才能感受到大自然对人的接纳。他的《古里拉达》《溪苏河里鱼》《我的思想与树木庄稼一同生

长》《庄稼和树木同样长着眼睛和耳朵》《永不熄灭的红红的火》《常常有那样一个时刻》《我其实就是一棵树》等生态诗歌吟咏

的是凉山万物有灵、众生一体的生态境界。普米族诗人鲁若迪基对故乡小凉山的地方认同也非常感人，他曾组建“小凉山诗人

群”，倡导诗歌的自然性、朴素性、原生性，他把这些特质概括为“土地根性”，《斯布炯神山》《摩围山》《泸沽湖畔的庄稼》

等诗歌反复吟咏心怀故土、返回大地的赤诚衷肠。他在诗歌《选择》中写道：“天空太大了/我只选择头顶的一小片/河流太多

了/我只选择故乡无名的那条/茫茫人海里/我只选择一个叫阿争伍斤的男人/做我的父亲/一个叫车尔拉姆的女人/做我的母亲/

无论走在哪里/我只背靠一座山/叫斯布炯的神山/我怀里/只揣着一个叫果流的村庄”
(8)
。诗人放弃远方，放弃无限多的可能性，

只返回脚下的大地，返回故乡，与那种丧失本根、四处漂泊的现代人背道而驰，表面上看是格局狭小的生命收缩，实际却是返

本归根，接通大道。在鲁若迪基的选择中，我们似乎又隐隐听到了陶渊明、王维、孟浩然等先贤的智慧回响。 

三、地方感对于新诗发展的三重意义 

除了上述生态诗人之外，还有一些诗人表现出了一定的地方感，例如李琦、沈苇、李元胜、阎安、江一郎、潘洗尘、罗振

亚、吴投文、东荡子、哑石、吉小吉、侯良学、谈雅丽、张二棍等，不一而足。可以说，古典诗歌源远流长的地方感再次在当

代生态诗人的努力下较好地重建了。像郭沫若、徐志摩、戴望舒、艾青、穆旦、郭小川、李瑛、贺敬之、北岛那样的现当代新

诗人因为极为缺乏地方感，有可能遭遇到生态诗人所构建的新标准的重估，虽然尚无跌落神坛之虞，但其崇高价值到底要大打

折扣了。整体看来，当代生态诗人重建的地方感对于新诗发展具有三重意义。 

第一，当代生态诗歌通过重建地方感，接续上了古典山水田园诗歌的历史文脉，为新诗的振兴寻找到了历史源头。 

自从五四新诗诞生以来，诗人们长久地把目光投向西方浪漫主义诗歌、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诗歌，总以为只要能够模仿

西方最新的诗歌就可以洗心革面，脱胎换骨，臻于大成。殊不知新诗若不能和本民族诗歌传统的根源接通，始终只能机械模仿

他人，终究难成大器。即使要接受外来诗歌的影响，也需要新诗具有自身的精神艺术根基，否则外来影响也无法解放新诗真正

的创造潜力。例如五四时期的象征派诗人李金发缺乏足够的精神艺术根基，只能机械模仿波德莱尔的诗歌，生吞活剥，贻笑大

方。当冯至这样的诗人能够立足于较为深厚的古典诗歌土壤，对杜甫等古典诗歌的思想艺术根源熟谙于心时，他才能较好地转

化象征派诗人里尔克的艺术影响，创造出彪炳新诗史的《十四行集》。 

古典山水田园诗无疑是华夏诗歌最为宝贵的思想艺术根源，是华夏农耕文明的艺术瑰宝，也是天人合一的生态智慧的诗意

凝结。因为受到长期的启蒙现代性和革命现代性的压抑，新诗人有意无意地遗失了古典山水田园诗的历史文脉，也意味着遗忘

了诗歌的自然维度和地方感。袁行霈曾说：“把握住崇尚自然的思想与崇尚自然之美的文学观念，就可以比较深入地理解中国

人和中国文学。”(9)的确，当代生态诗人在全球性生态危机的后现代社会语境下重新聆听先贤的生态智慧，追踪先辈的足迹，亲

近大自然，融入大自然，通过对古典山水田园诗的倾心借鉴，创造出了带着全新气象的生态诗歌，让古典山水田园诗的历史文

脉得到最美的复活。我们可以看到当代生态诗人往往有自己极为倾心的古典山水田园诗人，例如于坚之于李白、苏轼，雷平阳

之于杜甫，华海之于王维、陶渊明，李少君之于李白，津渡之于孟浩然，沈河之于王维，张二棍之于杜甫，等等。华海对此具

有相当自觉的意识，他曾说：“生态诗歌能为当代中国诗歌作出独特的贡献，对于我国古典自然诗歌，它传承‘天人合一’的

观念，联接上了被割断的民族诗歌血脉；对于当下现代和后现代实验诗歌，它却由生态整体出发实现质的转换，构成新的诗歌

建设。”(10)的确，当我们阅读当代生态诗歌时，我们能真切地感受到伟大的古典山水田园诗人在当今时代再次复活了。 

美国批评家加兰在《破碎的偶像》中曾说：“显然，艺术的地方色彩是文学的生命力的源泉，是文学一向独具的特点。地

方色彩可以比作一个人无穷地、不断地涌现出来的魅力。我们首先对差别发生兴趣；雷同从来不能那样吸引我们，不能像差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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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样有刺激性，那样令人鼓舞。如果文学只是或主要是雷同，文学就要毁灭了。”(11)应该说，现代化、全球化就是标准化、同

质化、模式化的过程，“现代性的根本诱惑……就是系统化，用一种总整体性的系统使一切都失去差异。”(12)为了对抗这种标

准化、系统化倾向，文学渴望展示地方色彩，标新立异。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文学只想着尝试各种极端的艺术实验，追求艺

术风格的差异性，结果万变不离其宗，造成人过度的审美疲劳。而真正不会令人审美疲劳的，只能是大自然之美，大地之美。

因此要说地方色彩，首要的还是像当代生态诗歌这样恢复对大自然的深度审美，重建色彩各异的地方感。 

第二，当代生态诗歌重建新诗的地方认同意识，为现代人的迷失灵魂指明了一种救赎方向。 

英国学者迈克·克朗曾说：“人们并不单纯地给自己划一个地方范围，人们总是通过一种地区意识来定义自己，这是问题

的关键……这些地方不仅仅是地球上的一些地点，每一个地方代表的是一整套的文化。它不仅表明你住在哪儿，你来自何方，

而且说明了你是谁。”(13)的确，对特定地方的认同，往往意味着一种身份认同。现代文明是高度非地方化的文明，越来越标准

化、同质化、功能化的空间设计，再加上都市空间日益远离大自然，这意味着现代人日益难以确立地方认同感；于是现代人往

往就从性别、民族、种族、阶级之中寻找身份认同，结果陷入日益剧烈的纷争中。当代生态诗歌建构的地方感，真正敞开了大

自然的堂奥，呼唤现代人从脚下的土地出发，亲近自然，爱护自然，融入自然，为迷失的灵魂寻觅到通往澄明境界的通道。 

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诗歌为我们描绘出一幅幅阴暗绝望的人生图景，但是当代生态诗歌则为我们接通了大自然的秘道，

为我们指出了超越都市文明、消费主义文化的新方向。于坚就曾在诗歌中反复吟咏大自然对他生命的卓异影响，例如他写道：

“我和那些雄伟的山峰一起生活过许多年头/那些山峰之外是鹰的领空/它们使我和鹰更加接近……那些山峰造就了我/那些青

铜器般的山峰/使我永远对高处怀着一种/初恋的激情/使我永远喜欢默默地攀登/喜欢大气磅礴的风景/在没有山岗的地方/我也

俯视着世界”(14)。雄伟的山峰赋予了诗人看待世界的一种心灵高度，使得尘世无法欺压诗人，束缚诗人。华海在《山气》一诗

中写道：“森林的气息在不自觉中/深入骨髓伸出无数细密的小手/抚慰肉体包裹的柔软灵魂/这自然的澄明之境，已让你/恍然

失去语言的冲动……/光影交错的林阴下生命/化为一股轻盈的烟云被/悄然染上早春新叶的香味/蘑菇的香味野草莓的香味/像

那喝醉酒的守林老者/在任意一棵树下沉沉睡去/那会儿，便有一朵紫红色的花/在旁边平静而执拗地盛开并把/新鲜的花香一直

送达睡眠的深处”(15)。融入自然，诗人便领悟到天人合一的澄明境界，所有生命疑难都在大自然的抚慰下冰消雪化。这种生命

境界便是现代人渴望的救赎。 

第三，当代生态诗歌通过对地方感的重建，呼唤现代人守护自然、守护大地，为生态文明的发展转型鸣锣开道。 

于坚曾说：“二十世纪崇尚的是‘升华’，用解放者的眼光看待旧世界，看待大地。把日常生活、传统、大地统统视为解

放的对象。以抽象的‘终极关怀’否定具体的存在，否定‘日常关怀’。”
(16)
的确，现代文明以征服者、支配者的形象君临大

自然，结果导致了全球性的生态危机，有可能为现代人掘开自我埋葬的坟墓。因此摆脱现代性这种高高在上的主体性、人类中

心主义的强硬立场，融入特定的地方，亲近自然，爱护自然，就是现代人必须具备的生态意识。而当代生态诗人殚精竭虑建构

的地方感，试图唤起的就是现代人对地方的皈依和守护意识，关键就是对自然生态的守护。诗人徐俊国曾说：“中国诗歌之本

的‘意象传统’被卑琐的口语泡沫所颠覆，‘草木气息’和‘风景精神’被水泥地上的无根写作、词语装饰所遮蔽，老子‘道

法自然’的精神荡然无存，庄子‘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的境界轰然破碎。在科学、技术、理性、工业、贪欲的合

谋下，我们不再把自然当导师和亲戚，丧失了基本的谦卑和感恩之心，对自然强行整容和变相施虐，竹简、丝帛和宣纸上的自

然死了一半，我们诗歌中的‘山水精神’也死了一半。”(17)因此，当代生态诗歌就是对“草木气息”“风景精神”“山水精神”

的致意，就是对老子、庄子生态智慧的召唤，就是对现代技术崇拜症和消费主义文化的彻底否定。 

四、地方感与全球感 

当我们放眼世界诗坛时，我们可以看到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诗歌中极度盛行的那种漠视地方感、漠视大自然的实验写作

正受到越来越多具有鲜明地方感、胸怀大自然的生态诗人的拒绝，例如法国诗人雅姆，爱尔兰诗人希尼，英国诗人劳伦斯，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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尔士诗人马斯，美国诗人斯奈德、玛丽·奥利弗，以色列诗人阿米亥，俄罗斯诗人艾基，日本诗人谷川俊太郎，韩国诗人高银，

等等。他们相信海德格尔所说的诤诤名言：“诗并不飞翔凌越大地之上以逃避大地的羁绊，盘旋其上。正是诗，首次将人带回

大地，使人属于这大地，并因此使他安居。”
(18)
的确，诗歌如果不把人带回大地，使人能够诗意地安居于大地，诗歌如何称得

上人类艺术的瑰宝呢？而要诗意地安居于大地，重建现代人的地方感便是首当其冲的任务。 

于坚、雷平阳、吉狄马加等当代生态诗人返回地方，恢复地方感，表面上看是一种反现代性的精神倒退，其实却是接通生

命大道的激流勇进，因为真实的地方感往往意味着真实的全球感。正如爱默生所言：“最好的地方就是人们脚下的那片地方……

对他来说，大与小是相对的。瓦尔登湖是一个小的海洋，而大西洋是一个大的瓦尔登湖。”(19)最好的地方就是脚下的地方，脚

下的地方就是地球的一部分，本身就是全球感的一部分，因此不要担心地方感会限制生态诗人的眼界，只要能够真正地进入地

方，融入大自然，生态诗人就能够为我们揭示具有全球意义的生命新方向。 

最后，我们来看看于坚的《便条集·153》：“我只能信任大地/我信任它会使钻石/成为钻石/狮子成为狮子/鬣狗成为鬣狗/

真理公正/我信任着它/会使耕种者成为喜悦的人……在这个时代/我只能信任大地”(20)。毫无疑问，当代生态诗歌为新诗发展指

明的新方向就是信任大地。这种对大地的信任曾经孕育出古典山水田园诗歌的辉煌高峰，我们相信它也可以造就生态诗歌的辉

煌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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